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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对我说“嗨”：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 

何云 汪婷婷 张泽华 

（广州，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510275） 

  

【摘 要】本文在品牌拟人化的研究现状及其与品牌信任感关系的分析基础上，通过两个实

验对品牌拟人化与品牌信任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实验研究发现，无论对于

要素品牌还是成品品牌，相对于非拟人化，拟人化更能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信任感，而加工流

畅性及消费者通过拟人化沟通所感知到的图式一致性完全中介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感的影响。

最后，文章提出了研究结论对企业的借鉴意义，并对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

说明。 

 

关键词：品牌拟人化；品牌信任；加工流畅性，图式一致性； 

引言 

有人说“洗衣不识碧浪姐，纵做时尚也枉然。”“碧浪姐”是何许人也？原来是宝洁

的洗衣粉品牌“碧浪”的官网微博形象。事实上，碧浪并不是在社交网络情境中利用这种

拟人的方式进行品牌沟通和传播的特例。杜蕾斯的“小杜杜”、腾讯的“小腾姐”在微博上

一样人气极旺，在一声熟络的招呼“嗨”之后就展开与消费者的各种互动。就连英特尔的

官网微博也以“英叔”自居，并常常为“英粉”们指点迷津。这正如汪涛等（2014）所观

察到的，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人人网、微博、微信等热门的社交

媒体与消费者进行拟人化的互动。可是，当这些品牌对消费者说“嗨”并以人的方式与消

费者沟通时，究竟会对消费者的感知产生什么影响？这些影响又会为企业的品牌带来什么

反馈效应？例如，它能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吗？  

信任作为人际关系和信誉的基石
[1]
，在任何商业活动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

匿名化和自动化的网络环境中，信任更是关系建立的基础
[2]
。Rotter将信任定义为个体对

他人可靠性的一种概括化的期望。
[3]
 Bhattacharya则指出，信任是个体在不确定条件下对

能够获得积极结果的预期。
[4]
 Barber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信任是经过社会交往习得的一

种预期。
[5]
 社会学角度定义的信任加入了互动的因素，把信任看成是一个动态的心理过

程。企业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及智能终端的大面积应用，为企业

通过与消费者的互动沟通建立信任提供了媒介与平台。这里的问题是，在这个互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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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的企业采取了传统的模式，我们称之为非拟人化的沟通方式，如一板一眼的产品介

绍，措辞严谨的新闻发布等，有的则如上述案例采用拟人化的沟通方式，生动而又形象。

对于建立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感而言，究竟哪一种模式更加有效？如果有效，拟人化

与品牌信任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在对拟人化及品牌信任感相关的文献回顾基础上，通过两个实

验回答了拟人化与品牌信任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我们的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拟人化

沟通的价值及其与品牌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同时也为拟人化沟通在品牌信任感建立过程

中的实施策略提供了借鉴。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 品牌拟人化 

“拟人（personification）”常被当作一种修辞手法，指把事物人格化，使其具有人的

外表、个性和情感。“拟人化（anthropomorphism）”则源于万物有灵论（Animism），指为

非人类的事物赋予人类的特征，并令其被感知为人
[6]
，它是一种把人类的性格、意图和行

为归属于非人类客体的倾向
[7]
。这种倾向与身俱来，从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动发生的。如

Aggarwal和 McGill
[8]
,Landwehr等

[9]
指出，消费者会不由自主地从产品外观中感知出人类

的要素。 

品牌拟人化是指品牌被感知为有不同的情绪状态、心智、灵魂，以及充当社会关系中

成员的有意识行为。
[10]

 汪涛，谢志鹏等认为，品牌拟人化是指将人的自然属性（如形

象）、精神属性（如情感、思维和意志）及社会属性（交流、互动）等赋予品牌，以使该品

牌被看作活生生的有感觉的人。
[11]

 Guthrie认为品牌拟人化产生的原因是：（1）为使非人

类看起来更熟悉，（2）安心使用某品牌，（3）在含糊的情景中降低不确定性。
[12]

 例如：

Freling 和 Forbes指出拟人化的品牌可以降低消费者在使用该品牌时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带给消费者一种舒服的感觉
[13]

；拥有人类特性的品牌或产品更能获得消费者的喜好
[8]
。

Labroo 等人的研究结果甚至发现，仅仅是产品陈列方式采用拟人化外表都能够增加消费者

与产品的亲密感。
[14]

 同时，品牌拟人化也是一种让品牌如同人一般与消费者进行互动，从

而为品牌获得一系列竞争优势的营销操作手段。汪涛，谢志鹏等结合源自网络评论的二手

数据以及深度访谈的一手数据，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这种营销操作手段之所以被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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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传播所青睐，是因为它能获得消费者的情感偏好和品牌联系，从而加强消费者与品牌

之间的关系。
[15]

 事实上，Fournier在 2012年就曾指出，拟人化让消费者将品牌感知为有

意图的客体，在与品牌接触的过程中，消费者就不仅仅是品牌的接受者，而是一段关系的

另一方。
[16]

 因此，消费者与品牌关系的研究应该建立在品牌拟人化的基础之上，这样，消

费者与品牌的关系可以直接转化成人际关系来进行思考。当品牌化身为“人”，并融入到

消费者生活中，品牌就能建立起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结，甚至被“爱上”
[17]

。 

2. 品牌拟人化与品牌信任 

Howard和 Sheth 于 1969年首次提出品牌信任（Brand Trust）的概念，它包括两层含

义：品牌可靠性和品牌承诺
[18]

。品牌可靠性是指一个品牌应有足够的能力去影响消费者的

需求，品牌承诺是指品牌不会采取投机行为而故意占消费者便宜。由此可见，品牌可靠性

更多的是一种理性认知，对企业现有能力的评价和感知，品牌承诺则更多的是企业履行责

任的态度，是对企业正直和善意的感性评价。因此，也有学者把品牌信任定义为在面临风

险时，消费者对品牌可靠性和行为意图的预期信心
[19]

。 

品牌拟人化能够帮助企业创造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纽带，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之

间发展信任关系
[20]

，提升品牌可靠性感知和品牌承诺。 

首先，品牌拟人化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而社会临场

感是构建信任的必要条件
[2]
。社会临场理论是传播学技术与社会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理

论，该理论最初由 Short、Williams 和 Christie 等三位学者于 1976 年提出。他们认为

社会临场感是指在利用媒体进行沟通的过程中，一个个体被视为“真实的人”的程度及与

他人联系的感知程度
[21]

。高临场感的环境能让消费者感受到他人的存在，并能增强消费者

与沟通对象建立起“可接近”甚至“亲密”关系的可能性
[22]

，这是因为高临场感能够激发

出消费者潜在的心理需求，如对回应的需求，对积极情感的期望
[23]

。已有研究表明，网站

中植入与目标顾客相似的人物形象有助于提升顾客的社会临场感，从而提升其信任和愉悦

感
[2]
。 

进一步地，根据社会判断理论，与非拟人化的情境相比较而言，品牌拟人化所带来的

高社会临场感能强化消费者对品牌“友善”性的认知，从而促进其对品牌信任感的形成。

进化心理学认为, 人的众多心理机制都是为解决生存和繁殖的压力而发展起来的。当人们

遇到陌生的对象时，通常会对其意图(来人是敌还是友)和实施意图的能力(能否对自己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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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进行判断。
[24]

 前者即为感知意图，也被称作温暖或热情维度，它包括真诚、助人、

自私的和不负责的等反映意图的特质。
[25, 26]

 后者被称作能力维度，包括聪明、坚持和灵

巧等反映能力的特质
[27]

。社会判断理论（social judgment）认为，温暖维度先于能力维度

产生，且在影响行为反应中占主要权重。汪涛和谢志鹏等发现，被试在与拟人化品牌的互

动中逐渐形成对品牌的情感偏好，包括“温暖/愉悦”、“自尊”、“亲近”和“友谊”。

可以推断，相较于非拟人化，品牌拟人化所带来的“温暖”的心理联系以及“亲近”的感

觉强化了消费者对品牌意图的正面认知，从而缩短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心理距离，不仅为

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信任感奠定了基础，也通过对消费者正面情感的激发促进了品牌信任感

的形成。
[15]

 这正如 Gupta等所指出的，品牌拟人化恰好能为消费者提供非商业化的感知，

从而帮助企业与顾客间发展信任关系。
[20]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H1：品牌拟人化（vs 非拟人化）能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 

3. 加工流畅性与图式一致性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新获取信息与之前的知识结构的一致性会影响消费者评价的过程。消费

者对产品或品牌存在某种快速提取的信息记忆，这是一种图式水平的表征。“图式

（Schema）”的概念由哲学家 Kant(1781)年提出，它是个体基于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某个

概念或刺激物的一系列感知
[28]

。例如，根据 Stayman, Alden和 Smith的研究，产品品类

典型的属性、属性间的关系以及该产品品类与其他产品品类间的关系等存储在消费者记忆

中的先念知识的积累就会形成关于产品品类的图式。
[29]

 他们对产品品类图式的研究结果显

示，产品与期望图式匹配时比二者不匹配时相比较而言，前者的产品评价更积极
[29]

。我国

学者汪涛和谢志鹏也在其对品牌拟人化的研究中指出，产品的拟人化所呈现出的模式与人

类的图式是否一致决定了拟人化的效果，当产品和人类图式相符程度比较一致时，消费者

对产品的评价越高。
[15]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图式一致性与消费者对产品或品牌的评价之

间存在正向的影响关系。但是，什么影响图式一致性呢？ 

图式理论不仅涉及先前的知识结构，也涉及个体对信息的加工。个体对信息进行加工

的过程可以通过多种内部心理活动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心理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信息

本身的内容。例如，包含相同内容的心理表征被激活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
[30]

，因此对这些

相同的内容进行加工的速度（speed）和准确性（accuracy）可能不同，也可能需要投入不

同程度的努力（effort）
[31]

。虽然个体的加工过程存在差异，但是都可以将这些差异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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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个更为一般的术语中，即“流畅性”（fluency）。消费者行为领域的许多研究表明，加

工流畅性影响消费者的判断、偏好和评价过程。
[32]

 较高的加工流畅性通常会被标记为“享

乐的”或是产生正面的感知，这种正面的情感反应会导致更加正面的偏好判断
[33]

。反之亦

然。通常，信息的内容是消费者进行信息提取、加工时关注的重点，因此，如果信息所呈

现出的是消费者感觉更加“熟悉”、“亲近”内容，加工过程就会变得“容易”（processing 

“ease”），消费者所投入的加工努力程度可能就更低，而加工的速度和准确性相较于不熟

悉的事物而言，会更快捷、更准确，其对事物也更容易做出“感觉良好”或“感觉正确”

的认知。这种正面的认知可能带来两种结果。其一，通过感觉良好而强化与品牌间的关

系，对其感知意图形成善意的看法，从而，增加对品牌的信任感 ；其二，比较而言，更快

捷的信息提取与处理使信息的匹配变得更加容易，从而提高其匹配一致的可能性。 

如果将上述逻辑运用到品牌的拟人化沟通中，则是：由于品牌采用消费者更加熟悉的

第一人称的交流模式与消费者沟通，消费者更容易感知到如前所述的“亲近”和“温暖”，

其信息的加工流畅性更高，更高的加工流畅性会提高信息的提取和处理速度，从而进一步

提高消费者接受到的信息与原有经验知识的匹配性。综上述，可以推断，当加工流畅性越

高时，消费者接受到的信息与原有图式的匹配度可能越高，其对品牌的信任感也就越强。

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 2： 

H2：加工流畅性中介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感的影响。 

二、实验设计与结果 

1. 实验一 

(1) 控制变量选择及预实验 

涉入度。Zaichkowsky 在其 1985年的研究中指出涉入度是个体根据其自身的需求、价

值以及兴趣，感到对某事物或情境的相关程度。
[34]

 这里的关联程度包括了认知和情感两个

方面。研究表明，当涉入度较高时，消费者在信息处理时更倾向于选择中心路径（Central 

route），会产生较多的认知努力，此时消费者会对产品的信息进行仔细分析和判断。相反

地，当产品涉入度较低时，消费者会更愿意选择边缘路径（Peripheral route）加工所接

收到的信息，他们不愿付出较多的认知资源对信息进行精细加工
[35]

。本研究探讨拟人化对

消费者认知机制的影响，因此，选择能够触发个体诉诸理性认知系统的高涉入度产品作为

研究对象。通常，作为产品部件或元器件的要素产品需要较高的专业产品知识，需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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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付出较多的认知努力，所以可以作为高涉入度的产品；同时，我们在实验二中将产品类

型从要素产品延伸到成品，根据郭国庆等的研究，我们从典型的高涉入度品类中挑选出笔

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单反相机为预实验对象，以保证实验具有较高的产品涉入度
[36]

。 

熟悉度。Park 和 Lessig认为熟悉度在消费者决策过程中会带来偏差
[37]

，也即是说熟

悉度会影响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的评价。并且，他们将熟悉度分为客观熟悉度和主观熟悉

度两类，前者指消费者对某产品长期积累的知识结构，后者指消费者自认为对产品的了解

程度。本研究将熟悉度分为产品熟悉度和品牌熟悉度，两者都会影响品牌产出效果。对产

品熟悉度而言，由于本研究涉及成品产品和要素产品两类，而且要素产品对普通消费者而

言熟悉度不高，因此本研究选取被试较为熟悉的成品以及该成品中关键的要素产品为研究

对象。对品牌熟悉度的控制，本研究采用虚拟品牌的方式排除消费者之前的品牌经验对信

任的影响
[2]
。 

预实验。目的是为正式实验选取合适的产品类型。在材料的选择上，本研究遵循的选

择标准是：①对主要被试群体（在校大学生和在职研究生）而言是高涉入度的产品；②主

要被试群体对该产品及其关键要素的熟悉度较高。基于以上标准并结合对大学生的访谈结

果，本研究最终选取了笔记本电脑及电脑 CPU、智能手机及手机 CPU、单反相机及其镜头三

组产品作为预实验的备选产品类型。在预实验前，研究人员会向被试简单介绍实验要求，

提醒被试实验过程中不允许查阅任何资料。在预实验中，选取 41名在校大学生或毕业两年

内的在职人士（87.8%的被试年龄在 23-26岁），对产品熟悉度的测量包括主观产品熟悉度

和客观产品熟悉度：①您对以下六种产品的熟悉情况（1=“非常不熟悉”，7=“非常熟

悉”）；②请分别写出以下六种产品的品牌名称（每种产品至少两个品牌）。 

预实验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对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单反相机的产品熟悉度均值

为 4.65、4.68、2.62，对电脑 CPU、手机 CPU、镜头的产品熟悉度均值为 2.16、1.70、

1.37。笔记本电脑（电脑 CPU）的产品组合熟悉度均值为 3.40，智能手机（手机 CPU）的

产品组合熟悉度均值为 3.19。因此，本研究最终选择成品产品为笔记本电脑和智能手机，

要素产品为电脑 CPU和手机 CUP。 

(2) 正式实验 

实验目的。实验一旨在检验假设 H1，即验证品牌拟人化相较于非拟人化而言，是否更

能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同时，为了验证该结论的适用性，本研究同时选择了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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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和要素品牌两种不同类型的品牌进行研究。 

实验流程。为了避免被试受过专门的营销研究方法训练，影响实验结果的真实性，本

研究从非营销班级中选取在校大学生和在职研究生作为实验被试。他们被随机分配到 2

（拟人化 vs非拟人化）X2（成品 vs要素）4个实验条件下进行组间实验设计，不同实验

组别的问卷遵循随机发放原则，以及相邻被试组别不同原则。本研究共有被试 209人，其

中男生 98名（46.9%），女生 111名（53.1%）。被试在研究人员的指示下完成情景设定和微

博内容阅读，之后回答因变量测量题项和操作检验测量题项。实验采用纸制微博截图和问

卷的方式进行，为了严格确保被试在填写题项时，不去翻看之前的微博页，研究人员在实

验前对这一要求进行了重点强调，并在填写现场进行了仔细地监视，当被试试图回看微博

信息时，及时地进行了阻止。这一做法也是模拟真实微博情境中，用户对一则微博的平均

停留时间非常短的实际情况。接下来，被试需要完成几道简单加减计算题的分析任务。然

后，被试还被要求回答测量产品熟悉度（M=4.724）、产品涉入度（M=5.365）、情境涉入度

（M=4.762）的测量。最后，被试被要求回答“是否使用过微博”、“每天平均上网时长”以

及他们的个人信息。在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回收问卷，并解释此次实验的研究目的。 

品牌拟人化的操纵。由于拟人化的研究往往选择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层面着

手，即从外在的形象、个性特征和内在的与消费者的沟通层面着手操纵拟人化的程度
[6]
，

汪涛等也指出，品牌拟人化的形成来源于拟人印象与社会交互两个方面，其中品牌沟通是

社会交互的一个重要维度
[11]

。因此，本研究将品牌拟人化操纵为品牌的拟人化沟通。根据

Aggarwal和 McGill以及 Kwon和 Sung等人的研究，拟人化沟通的品牌描述多采用第一人

称、第二人称和人类特征的名词，采取非拟人化沟通的品牌描述则均采用第三人称及专业

名词
[8, 38]

，因此，本研究模拟微博上的产品发布将拟人化沟通表述为以“嗨，我是电脑

CPU品牌小 A”为开头的产品描述，接下来再通过拟人化的方法介绍其产品性能和特点，如

“强大的中央处理器是我的“内芯”，奔跑速度很快；最新的声音处理器是我的“好嗓

子”，给您带来动听的音乐”，而非拟人化的沟通则直接描述产品性能及特点，如“它有

强大的中央处理器，运行速度快；配备了最新的声音处理器，音响效果好；具有高清显示

屏，画面清晰；设计时尚，轻薄便携。”在正式研究之前，我们对实验材料的可靠性进行

了预测试。45名大学生参与该测试。我们首先给被试 1分钟时间阅读拟人化或非拟人化的

操作材料，接着完成关于拟人化测量量表
[8]
。为了排除已有品牌在消费者心目的品牌知识

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预实验中均采用虚拟品牌。预测试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非拟人化操

作材料的评分均值为 3.02，拟人化操作材料的评分均值为 5.07。通过方差分析发现，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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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均值之间存在显著差异（F=66.48, p=0.000<0.05）。数据结果表明了拟人化操作成功，

实验材料可用于正式实验当中。 在正式实验中，我们首先选择了 A品牌的电脑和电脑 CPU

作为测试品牌。 

因变量的测量。本研究选取了 Hassanein和 Head中使用的对品牌信任感的测量方法

[2]
，共四个题项：“我认为该品牌是诚实的”、“我认为该品牌值得信赖”、“我认为该品牌关

心消费者”、“我认为该品牌将给我提供良好的服务”，问题的得分使用李克特 7点量表来测

量（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 

(3) 数据结果分析 

操纵检验。在拟人化的操纵后，所有被试被要求填写关于品牌拟人化的三个测量题项

[8]
，本研究中这三个测项所形成的量表信度为ɑ=0.876。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拟人化组

（M=4.744）与非拟人化组(M=2.936)的均值之间的差异显著（F(1,208)=136.012, 

p<0.01））。即实验一的自变量操作是成功的。操作检验通过及控制变量成功后，剔除了个

别操作未成功的或未使用过微博的被试样本对数据进行净化，最终选取 136个有效样本用

于假设检验，样本有效率为 65%。这其中，要素组的拟人化样本 34份，非拟人化样本 33

份；成品组拟人化样本 34份，非拟人化样本 35份。 

假设检验。本研究使用方差分析进行假设检验。数据分析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影响 

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有正向影响。品牌信任的测量量表共 4个题项，其信度为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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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7，F(1,208)=136.012，p<0.01，拟人化操作成功。方差分析结果表明，要素品牌组

拟人化与非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F(1,65)=10.318,p<0.01），且拟人

化对品牌信任感的影响效应在 95%的置信区间是显著的。同时，由图 1也可知，成品品牌

组的拟人化与非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感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F(1,67)=45.693,p<0.01），

且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感的影响效应在 95%的置信区间显著。 

(4) 结果讨论 

语言文字作为人类交流与沟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拟人化研究中的重点内容之

一。Jarvenpaa和 Leidner 指出，相对而言，当消费者与“类人”的对象进行交流时，会

感觉到更加放松。
[39]

 这种放松的状态能促进品牌与消费者的深度交流，更容易建立起消费

者对品牌的好感度及提升对产品可用性的认知，从而，增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感。实验

一的数据分析结果为此提供了佐证。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是基于媒

介技术的人-机沟通，不同于传统商业环境中的人-人沟通模式
[40]

。因为消费者在网络环境

中将会面临更多的风险，例如财务风险、产品风险和隐私安全等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消

费者在网络环境中感知行为控制的降低，而感知行为控制与消费者对在线商家的信任程度

有关
[41]

。与非拟人化相比较而言，拟人化的沟通则可以在网络环境下建立起类似于人-人的

沟通模式，提升消费者的社会临场感，较高的社会临场感可以降低了消费者的感知风险，

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和控制感，提升网络环境中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同时，品牌拟

人化满足了消费者的正面情感诉求，可以带来友好度和信任感。 

更重要的是，实验一揭示了拟人化与品牌信任感之间的关系对不同品牌类型的适用

性。通常，企业认为成品品牌是消费者可见的，容易感知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拟人化与

消费者进行沟通，容易产生效果。但是，作为成品品牌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元素或部件的

要素品牌（Ingredient Brand），与消费者的距离较远，因此仅需做好与下游客户的沟通即

可，与消费者的沟通则显得多余。他们认为，即使与消费者沟通也应选择“说理”的方

式，将要素产品本身的性能、功能或属性呈现给消费者。的确，绝大多数的要素品牌都是

这样做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与众多的成品品牌在传播上采取拟人化的沟通策略外，

要素品牌除了法国的米其林轮胎用“米其林先生”、英特尔开始用 “英叔”在微博上做品

牌传播外，相对少见拟人化的沟通方式。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正因为消费者相对

缺乏要素品牌的先念知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的心理距离较远，更有必要通过拟人化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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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式拉近自己与消费者之间的距离，通过利用每个消费者都熟悉的自身形象来认识要素

品牌。如实验材料中的拟人化沟通操作将电脑的中央处理器比拟成人的的“内芯”，将声音

处理器比喻为人的“好嗓子”，都可以有效地拉近消费者与品牌的关系，并建立起消费者

对要素产品性能的认知。不过，值得关注的是，由于要素品牌通常是影响成品品牌性能或

功能的重要部分，其核心功能性价值在品牌价值中居于首位，因此，其品牌形象通常是专

业的。拟人化的沟通如何能在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时又同时保持自己的专业形象的确是一

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上述“要素品牌是专业的”即是品牌在消费者心目中固有的形象即是品牌的相关知识

和经验在消费者记忆中存储的一种图式。消费者对不同的产品或者服务会产生的既定“图

式”会形成相互关联的理性或非理性信念、情绪、事实和认知并存储在记忆单元中
[42]

。例

如，消费者会将冰激凌与有趣联系起来；婴儿食品跟营养、健康联系起来。产品表现出的

特性与品类联想不一致时会降低品牌传播的可信性
[43]

。然而，这些图式是怎么建立起来

的？它究竟受什么因素影响？为此，实验二将在实验一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对拟人化沟通

与品牌信任感之间作用机制的剖析做出回答。 

2. 实验二 

(1) 实验设计 

 实验二的目的是检验 H2,探究品牌拟人化影响消费者品牌信任感的内部机制，检验加

工流畅性和图式一致性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选择本科、EDP以及 MBA学生作为被试，共发问

卷 70份，排除无效问卷 12份剩 58份有效问卷，拟人化组和非拟人化组均为 29份。其中，

男性 30名（51.7%），女性 28名（48.3%），18到 26岁的占 56.9%，26到 40岁的占 31%，41

岁以上的占 12.1%。 

    品牌拟人化的操纵。本次实验选择手机作为测试品牌。自变量操纵与因变量的测量与实

验一类似。品牌拟人化的操纵同实验一。不同的是，对拟人化和非拟人化的文字材料结合手

机品牌进行编写。拟人化依然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嗨，我是 A品牌手机”开头。同时，附

有手机的完整图片。非拟人化的材料则以“品牌 A智能手机”开头，接下来介绍其性能“它

有强大的中央处理器，运行速度快 ；配备了最新的声音处理器，通讯效果好”等内容。 

中介变量的测量。本研究中的图式一致性的测量选取了 Loken 和 Deborah 中使用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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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并结合手机的特点进行了修改，共 3个题项，分别从品牌 A的“特征”、“形象”与品牌

A带给消费者的“感觉”是否与先前对手机的看法一致等三个方面进行测量。加工流畅性则

借鉴何云等的测项
[45]

，从拟人化沟通的内容是否“吸引人”、“有说服力”及是否让人“感觉

舒服”来测量。以上均采用李克特 7点量表。 

(2) 数据结果分析 

1）操纵检验及量表信效度检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拟人化组（M=5.1264）与非拟人化

组(M=2.7701)的均值之间的差异显著（F(1,56)=90.767,p<0.01）。即实验二的拟人化操作是

成功的。 

品牌信任：品牌信任的四个测项所形成的量表信度为ɑ=.800。采用 ANOVA 方差分析，检

验品牌拟人化是否对品牌信任产生影响。结果显示，拟人化组（均值：4.2328）与物化组（均

值：3.4397）存在显著差异（F(1,56)=12.550,p<.01）。这说明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主

效应是显著的，品牌拟人化确实对品牌信任产生影响。 

加工流畅性：加工流畅性的三个测项所形成的量表信度为ɑ=.865。采用 ANOVA 方差分

析，检验品牌拟人化是否对加工流畅性产生影响。结果显示，拟人化组（M=4.0805）与非拟

人化组（M=2.9080）的感知流畅性存在显著差异（F(1,56)=19.654,p<.01）。这说明品牌拟

人化对感知流畅性的主效应是显著的，品牌拟人化确实对感知流畅性产生影响。 

图式一致性：图式一致性的三个测项所形成的量表信度为ɑ=.823。采用 ANOVA 方差分

析，检验品牌拟人化是否对图式一致性产生影响。结果显示，拟人化组（M=4.3333）与非拟

人化组（M=3.8506）的图式一致性不存在显著差异（F(1,56)=2.707,p=.106）。这说明品牌

拟人化对图式一致性影响不显著。 

2）中介作用分析。从上文的理论假设可知，加工流畅性是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中

介变量，而图式一致性则是感知流畅性对品牌信任的中介变量。即品牌拟人化有助于增强消

费者的感知流畅性，从而提升消费者的品牌信任感。同时，由于感知流畅性的提升，进而影

响图式一致性，并最终促进消费者的品牌信任感提升。据此，本研究使用 Bootstrapping 的

中介模型对理论模型
[46]

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 

首先，检验加工流畅性的中介作用。将品牌拟人化与否作为自变量，品牌信任感作为因

变量，使用 Bootstrapping 重抽样技术对样本作 5000 次重抽样。检验结果显示，品牌拟人

化对品牌信任的直接作用不显著（t=1.7625，p=.0835），95%的置信区间中包含零（-0.0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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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08）。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间接作用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不包含零（0.0883, 

0.7142)。检验结果表明，品牌拟人化通过提升加工流畅性来提高品牌信任，加工流畅性是

完全中介作用。 

然后，检验图式一致性的中介作用。将品牌拟人化与否作为自变量，品牌信任感作为因

变量，加工流畅性作为品牌拟人化和品牌信任的中介，图式一致性作为感知流畅性和品牌信

任感的中介，使用 Bootstrapping 对样本作 5000 次重抽样。检验结果如下图所示。数据分

析结果显示，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直接作用不显著（t=1.7247，p=.0903），95%的置信

区间中包含零（-0.0633, 0.8432）。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的总体间接作用显著，95%的置

信区间不包含零 (0.0881, 0.7663)。具体而言，如图 2所示，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感的

间接作用由两条路径形成，路径 1（品牌拟人化->加工流畅性->品牌信任感）显著，95%置信

区间：（ (0.0129, 0.6609)，）；路径 2（品牌拟人化->加工流畅性->图式一致性->品牌信任

感）显著，95%置信区间：(0.0104, 0.3357)。由此，H2成立。 

 

 

 

 

 

 

 

 

图 2  加工流畅性和图式一致性的中介作用 

(3) 结果讨论 

简单来讲，“加工流畅性”指的就是个体在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过程中所感觉到的容易

程度。个体对刺激进行加工过程中会产生不同水平的流畅性，通常分为两类：知觉流畅性

（perceptual fluency），个体处理刺激物理特性的容易程度；和概念流畅性（conceptual 

fluency），个体对刺激包含的含义以及与其他语义知识结构的关系进行心理操作的容易程

度。与此相对应，本研究中的拟人化与非拟人化沟通中的文字部分对应于概念流畅性，而

图片部分则可归属于知觉流畅性。相比较而言，拟人化的文字描述将手机的各种性能比喻

成人体的各个部分，被试对信息的加工变得更加容易。而图片则可进一步强化被试的认

知，从而在与记忆中原有的对手机的图式对比中建立起更加一致的联系。因此，如实验二

品牌拟人化 

图式一致性 

品牌信任感 

加工流畅性 

p=.0903 

p=.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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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分析结果所示，加工流畅性中介了品牌拟人化与图式一致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这

种信息处理的“流畅性”又直接带来了品牌信任感的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实验二的研究结果表明，品牌拟人化与否对加工流畅性的影响显著，

并通过加工流畅性间接地影响图式一致性，但对图式一致性的直接影响没有显著差异。为

什么拟人化与否对图式一致性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可能是我们选择的手机作为一个

最终产品，消费者对其既定“图式”不存在某一种突出的特定联想，因此，拟人化并未改

变其原有的对手机的知识和旧有经验，因此对其图式一致性没有产生作用。然而，拟人化

的沟通内容与非拟人化的内容相比较而言，却是更令人愉悦和舒服的，因此，其加工流畅

性会更高，从而影响其对品牌的信任感。这也进一步地验证了 H1，即品牌拟人化的确有助

于提升品牌信任感，而这里面的核心作用机制在于拟人化沟通所带来的高加工流畅性。 

三、应用价值与研究局限性 

1. 应用价值 

本文首次用实验方法验证了品牌拟人化与品牌信任之的关系及作用机制。我们的研究

结果表明，品牌拟人化对品牌信任有正向影响，且二者的关系受到加工流畅性和图式一致

性的中介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揭示了品牌拟人化在企业的品牌-消费者关系构建中的作用

及机制，它对于企业而言亦有借鉴意义。 

（1）无论对成品品牌还是要素品牌，拟人化沟通都是增强消费者品牌信任感的重要

手段。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社交媒体正在成为品牌传播的重要媒介和平台。美国早期

社会科学家 Cooley首先将“传播”这个概念用于人际关系领域，他认为传播是人际关系得

以建立的基础，也是其能够发展的机理。
[47]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倘若在品牌传播过程中

将原本并不会说话的品牌通过拟人化的方式赋予人的特征，将物与人的沟通变成“人”与

人的传播，品牌就更有可能与消费者建立起类似于人际沟通过程中的亲密关系。因此，对

于企业而言，首先要认识到的是，相对于认真、严谨的非拟人化沟通，消费者更期望和一

个有情有意的个体进行带着体温的对话。这个个体就是企业自身的品牌，无论是公司品牌

还是产品品牌，莫不如是。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要素品牌同样可以通过拟人化的沟通增强消费者的信任感。在通

常的印象中，要素品牌作为一种中间工业品，从属于成品品牌，有的要素品牌只是作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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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成份或部件隐身在成品身后，不为人所知。这些部件或成分通常都带有专业性的特点，

一如我们在研究前期的消费者访谈中所得到的消费者对要素品牌的图式基本上都是“陌

生”、“专业”或者“高深”，这些词汇都传递出消费者与要素品牌之间的巨大心理距离。那

么，对于要素品牌而言，应如何去弥合或缩短二者之间的距离？直接与对终端顾客进行沟

通，并且采用拟人化的方式是可以选择的有效策略之一。例如，全球最专业的橡胶鞋底品

牌 Vibram在微博上仿佛一个朋友，或俏皮或专业地与粉丝分享徒步、健身、攀岩等与产

品相关领域的信息，不仅增加了消费者对 Vibram品牌的熟悉度，而且还提升了消费者对其

专业形象的感知，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信任感。 

（2）拟人化沟通的内容应针对受众的心理图式，通过合理的表达提升可读性和易读

性。品牌传播中所采用的信息内容及结构直接影响消费者对信息的加工，如果沟通内容不

仅可读，而且还能让消费者感觉亲切，或者感受到“喜欢”、“可爱”、“热情”等正面的情

感，消费者就更容易接受，甚至深深地留在心里，形成新的图式。如碧浪的“碧浪姐”没

有停留在肤浅的调侃、趣味的段子上，而是通过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注及与网友的互动，

成功地树立起一个非常智慧、活跃和乐观的御姐形象，并将“碧浪”品牌深入人心，成为

了“最有人味的洗衣粉”。这也正如 Byrne所言，品牌拟人化的目标是在消费者与品牌之间

建立一种亲密的联系，从而将冷冰冰的商品变成可供交谈甚至信任的朋友
[48]

。 

2.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的研究方向 

本文探讨了品牌拟人化与品牌信任感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其关系的作用机制。

（1）研究发现，拟人化与否并不影响图式一致性，这可能是因为测试产品选择的问题，未

来的研究可以选择消费者不熟悉的产品进行测试，由此也可以看出，品牌熟悉度
[49]

可能是

一个重要的边界条件，可以继续通过实证方法进行探讨。（2）本文选取社交网络情境下的

品牌拟人化为具体研究情境，然而在其他情境下品牌拟人化还会提升品牌信任吗？已有学

者指出，在一些情境中，拟人化会带来较高的期望，而往往这些期望是难以达到的，从而

会导致由于失望引起的可信度和喜爱度降低
[50]

。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不同情境下，

品牌拟人化效果的差异。（3）社交网络中品牌拟人化往往具有鲜明的形象特征，例如“浪

姐”和“小腾姐”就是典型的女性形象。未来的研究可以继续探讨品牌拟人化后的形象

（男性、女性、年轻人、老年人）与产品、服务和品牌形象以及定位的一致性问题。（4）

拟人化包括印象型线索和交互型线索。考虑到研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文重点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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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塑性较强的交互型线索，未来的研究可以针对印象型线索或者将两者的结合进行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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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you say hi to me: Influential Mechanism of Brand Anthropomorphism on 

Brand Trust 

Yun He  Tingting Wang  Zehua Zha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sent brand anthropomorphism research and its relation-

ship with brand trust,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both relationships and influence between brand 

trust and brand anthropomorphism with two studies. Experimental studies find that, anthropo-

morphism can enhance the brand trust of consumers more than non-anthropomorphism regard-

less of the brand type, host brand or ingredient brand. While processing fluency and consumer-

perceived schema congruity through anthropomorphic communication are proved as the full 

mediator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brand anthropomorphism and brand trust. Finally, the article 

presents the business value of research findings, research limita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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